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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水污染治理政策影响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
1
 

廖文杰，胡东滨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 要】：随着经济发展，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水污染治理迫在眉睫。为平衡经济发展与水污染治理之间的关

系，从生活、工业、畜禽 3个主要污染源入手，分析城市水体污染物的产生、治理、排放过程，将水污染治理融入

经济发展进程之中，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探究在不同水污染治

理情景下未来长沙市经济和环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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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髙，工业、农业迅速发展，经济总量不断上升，但也伴生了一系列水污染

问题。水体污染导致水质恶化会影响人们日常饮用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最终危害人类健康。水污染问题是当前我国最为紧迫

的环境安全问题，并且水污染问题的流域性特征日益显现。近年来，我国河流、湖泊污染总体呈现加重态势
［1］

，主要是因为沿

岸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生活污水、工业污水以及农业污染物排放其中所致，进而直接影响流域内整体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如何通过环境治理政策的有效制定及实施，在保证城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控制水

体污染物排放，减少城市发展对河流、湖泊生态的破坏？如何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合理分配水污染治理资源，从而有效促进生

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这些都是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文献综述 

对于城市水污染，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20世纪 60—70年代，美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治理政策解决水污染问

题，如颁布全国统一的环境保护法和污水管制政策、不断加强废水排放标准和水质标准严格程度、提高污水处理技术标准、设

立环保资助机构、鼓励地方募集环保资金、增大联邦环保拨款数量等
［2］

。欧洲国家则普遍实行具有“综合性流域管理”的水资

源管理模式，其特点表现为：水资源管理系统独立性强、地表水与地下水共同治理、污染排放控制技术方法组合运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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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将经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推动治污进程，降低水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负

面影响。国内学者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和水环境状况，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水污染治理政策和措施。赖苹等[4]研究了区域联盟对

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可行性，指出地区之间两两联盟的合作模式有助于流域水污染治理；李鑫等
［5］

讨论了影响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运营负荷率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应适当扩大污水处理设施覆盖面，扩大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龚新蜀
［6］

认为加强市场

竞争对减少工业污染排放有促进作用；蒋姝睿
［7］

分析了各工业行业对工业污染的贡献程度，提出工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移的政

策建议;石敏俊
[8]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构建了新的工业企业水污染排放空间估算方法，比较了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减排技术效应的

贡献；闵继胜等
[9]
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成因和治理政策进行分析与梳理，其结论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相关研究发展

提供了参考；郭四代等
[10]
基于 Super-SBM 模型，指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较低，应通过提升科技水平、合理分配治理投资、

提高能源消耗水平，提升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然而，城市水污染治理相关政策除了有利于减少水体污染物的排放外，对城市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在不同的污染排放水平

下，如何针对不同的污染源进行水污染治理？以较小的经济代价，获得较大的污染治理效果，是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 

城市经济发展、水环境污染及治理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系统动力学
［11］

作为一种复杂系统建模方法
［12］

，能详尽反映

出系统内部相互独立子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系统动态行为特征，并通过信息反馈，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系统行为产生的

根源
［13］

。目前，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水资源管理研究中。Julius 等
［14］

在分析加纳沃尔特河流域人口、水资源和农业生产

间的相互关系基础上，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不同政策情景下的流域未来发展状况进行仿真模拟，为该地区水资源管理和

农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Hui 等
［15］

根据湖泊流域的动态系统特征，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流域内经济和水环境保护政策方

案的有效性；Li等
［16］

通过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城市水资源配置方案，旨在以较低的成本满足城市用水需求，并以郑州

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于森等
［17］

构建了松花江流域水资源一水污染联合控制动态模拟系统，详细描述了松花江流域水资源与水

环境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分析比较不同治理方案下的模拟结果，针对流域水资源利用和保护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长沙市为例，构建了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模型。该模型涵盖城市经济发展、水污染与治理两

个主要模块。根据不同的水污染源，将水污染模袂与治理模块细分为生活污染、工业污染与畜禽污染 3 个子模块，用以反映各

模块间相互作用机制。基于该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模型，本文设计了不同的水污染治理情景，以此仿真分析长沙市未来经济发

展趋势和环境治理效果，旨在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2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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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系统构建流程 

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目标、多变量的复杂动态系统。首先，分析城市水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现状，考

察污染物排放对城市经济和环境造成的影响，通过水污染治理将污染物的排放过程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其次，根据水污染源

划分生活、工业和畜禽子系统，选取关键、典型的指标变量对污染物排放、治理过程以及该过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行刻画和描述;第三，选择合理的数学模型和公式量化系统中的变量关系；第四，建立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模型，设计相关情景，

研究不同情景下污染物治理状况及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状况的影响，进而为未来城市污染物减排和治理制定出科学、

合理的决策方案。具体流程见图 1。 

2.2系统边界与系统结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定义，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介入，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放射性等方

面特性改变，从而影响水体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氮和

总磷是我国主要的水污染物，2016 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4种污染物排放量分别达到 1046.53万 t、141.78 万 t、212.11

万 t 和 13.94 万 t。因此，本文主要考察 COD、氨氮、总磷和总氮 4 种水污染物产生和排放过程。其中，COD 和氨氮来源包括种

植业、畜牧业、工业行业、第三产业废水和生活废水等；总磷和总氮主要来源于化肥和畜禽排泄物
［9］

。我国水环境深受农业面

源污染的危害
［18］

，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在农业面源污染中占据较大比重。统计数据表明，畜禽养殖业的 COD、氨氮、总氮、总

磷排放量分别为 1268.24万 t、102.48万 t和 16.04万 t，分别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41.9%,21.7%和 37.7%,分别占农业源排放量的

96%、38%和 65%
［19］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考察生活、工业和畜禽养殖这 3种污染源水污染的排放过程。 

本文基于城市水污染排放及其治理过程进行分析和建模。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系统分为经济子系统和水污染与治理子系统，

二者相互影响。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会对河流、湖泊等地表水水质造成污染，由于未经处理而直接排放污染物到公共地表水体

中的行为并未受到相应的惩罚，其价值量实质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经济收益。根据水污染来源，将水污染与治理子系统划分为生

活(城镇和农村)子系统、工业子系统和畜禽子系统。总人口上升、劳动力人口增加，会带来更多社会价值，推动经济增长；畜

禽总量增多会促进畜牧业发展，给地区经济带来积极作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促进城市工业发展，产生更多工业水污染物，另

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治理投入，限制水污染物排放。根据系统结构建立因果回路如图 2所示。 

 

该因果回路中包含 3个主要回路，包括 1个平衡型回路和 2个增强型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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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排放价值量→(+)GDP 增长量→(+)GDP 总量→(+)污染治理投入→(一)污染物排放量。排放

到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的污染物增加，污染物排放价值量随之增长，由于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该价值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

一种经济收益。经济总量增加，污染治理投入相应增长，提高了污染物处理能力，使环境污染物排放减少。因此，在该回路中，

污染物排放量增加最终会促使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2) GDP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 增长量→(+)GDP总量。经济发展对固

定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随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而增加，进而促进工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20］

。 

(3) 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排放价值量→(+)GDP增长量→(+)GDP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总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回路(1)表明，由污染物排放带来的污染物排放价值会使经济总量上升；回路(2)显示，经济增长能促进工业发展，而工业

发展将带来更多工业污染。 

2.2.1经济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由 GDP 总量驱动，经济发展一方面影响着固定资产投资和污染治理投入，另一方面又受工业总产值、牧业总产

值、劳动者报酬和污染物排放价值量的影响。其中，工业总产值由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牧业总产值则由畜禽养殖总量决定。

劳动者报酬是劳动者付出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体现了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价值
［21］

，受到劳动力人口数量影响。 

虚拟治理成本是指将排放至环境中的污染物处理成本，也就是污染物排放价值，污染物排放价值总量是不同污染源污染物

排放价值之和
［22］

。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计算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其中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因污染源不同而不同。 

污染治理投入包括城镇生活污染治理投入、工业污染治理投入以及畜禽污染治理投入 3 个方面，三者所占 GDP 总量百分比

不同，经济子系统结构如图 3所示。 

 

2.2.2生活子系统 

随着城市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居民生活污水排放量随之增加，使得地表水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生活子

系统由城市总人口驱动，人口数量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生活污染物的产生量。生活污水分为城镇生活污水和农村生活污水，两

者水污染物排放与治理过程不同，城镇生活污水经由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效果受到城镇生活污染治理投入影响，城镇生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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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治理投入主要是指城镇污水处理厂等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费用；农村自然环境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接纳能力，在计算农村生活

污染物时，利用农村生活污水流失系数确定污染物环境自净削减量
［20］

。此外，沼气池处理可有效降低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沼气

化率越高，农村生活污染物处理效率越高。分别考虑城镇和农村人口产生的生活污染，并计算相应的治理成本，生活子系统结

构如图 4所示。 

 

2.2.3 工业子系统 

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投资将稳步提升，但工业发展产生的工业污水排放为地表水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工业子系

统由工业总产值驱动，工业总产值增长将导致更多工业污染物产生。工业污水一般经由工业企业处理后排放到河流、湖泊中，

以降低污水中的污染物浓度，处理效果受到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影响，工业子系统结构如图 5所示。 

 

2.2.4 畜禽子系统 

畜禽污染物主要通过畜禽排泄物排放到环境中。沼气工程以畜禽排泄物等作为原料，通过发酵产生清洁能源，最终实现沼

气、沼液、沼渣综合利用的生态环保工程
［23］

。因此，通过沼气生产设备可以有效减少畜禽污染物排放。本文主要考察牛、生猪



 

 6 

和鸡这三种畜禽的存栏、存笼量，畜禽子系统结构如图 6所示。 

 

3实证研究 

湘江是长江主要支流之一，全长 856km，流域面积 94660km
2
，其是湖南省境内覆盖面最大的河流，，干流长 670km，流域面

积 85383km
2
，约占湖南全省总面积的 40%。湘江沿途流经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至岳阳市的湘阴县注入长

江水系的洞庭湖，主要支流包括潇水、舂陵水、耒水、沬水、蒸水、涟水、浏阳河等
［24］

。 

长沙市是湖南省的省会城市，是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2017年 GDP总量达到 10535.51 亿元，经济总量居全国大中

城市第 14位，年末常住总人口达 

791.81万人
［25］

。随着长沙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

业面源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增加，水污染问题十分严峻。近年来，政府对水污染问题逐步重视，使得长沙段水质总体达到三类标

准，但部分水质断面和支流依然存在污染物浓度超标等情况
［26］

。同时，由于大量污染物的排放导致河段水质恶化的情况屡见不

鲜［27］。本文以长沙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构建长沙市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模型，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水污染治理

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3.1数据来源及参数设定 

模型构建过程中，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长沙市统计年鉴》、长沙市环保局官网，不同来源的污染物产

生系数、污染物治理投入等相关数据主要来自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提供的《“十二五”湖南省污染信息表》，COD和氨氮的污染

物单位治理成本、农村废水流失系数等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其它变量取值则来源于相关数据库、文

献以及新闻等。主要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见表 1。 

在确定模型中主要变量之间的变量方程时，主要采用线性拟合方法。如在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总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时，

运用长沙市 1978-2016 年间 GDP 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在计算城镇、工业污染物去除量与各污染治理

投入之间的关系时，由于《“十二五”湖南省污染信息表》中只有 2011-2015年之间的相关数据，因此运用湘江沿江八市（长沙、

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娄底、郴州、永州）的面板数据进行拟合。根据拟合结果，各变量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 90%以上。 

在确定畜禽污染物去除量与相关污染治理投入之间的函数关系时，由于缺乏畜禽污染治理投入的数据，因此釆取的计算方

法有所不同。在畜禽子系统中，畜禽养殖过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畜禽排泄物。湖南省规模化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以肥料化

利用模式为主，储存农业利用和生产有机肥是粪便处理的两种主要方式，而利用沼气工程处理粪便的占极少数
［28］

。由长沙市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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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污染物去除量统计数据可知，2011—2015 年间长沙畜禽污染年去除量和去除率基本保持不变，说明长沙市畜禽污染去除能力

基本不变，具体数据描述统计见图 7。 

 

沼气生产设备能有效减少畜禽污染物的排放，根据相关文献计算，采用 SBR工艺处理畜禽 COD、氨氮、总磷、总氮单位运行

成本，分别为 0.36万元/t、4.47 万元/t、12.33万元/t和 3.33万元/t
［29-30］

。由于畜禽污染治理投入数据难以获得，本文假设，

若维持当前畜禽污染治理投入，长沙市各畜禽污染物年去除量保持不变，COD、氨氮、总磷、总氮年去除量分别取 2011-2015年

平均值，即 178152t、4762.34t、2206.7t、9927.03t,再结合上述污染物单位运行成本数据，由此得到表 1所示的畜禽污染物去

除量关系式。湖南省 2016 年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36649 万元，其中长沙市投资 958.25 万元
［31］

，预计长沙市将从

2016 年开始逐渐增加畜禽污染治理投入，用于运行沼气生产设备，以提高畜禽污染物去除量。 

3.2模型有效性检验 

本文选取 2012-2015年总人口、畜禽总量、GDP总量、工业总产值、COD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总磷排放量、总氮排放

量进行模型误差检验，将得到的模拟结果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以验证所建立模型的有效性与准确性。如表 2 所示，所选变量

模拟值与真实值的相对误差（I模拟值一真实值 1/真实值）均小于 10%,说明所建立模型的仿真结果与历史检验值拟合程度较好，

本文所构建的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模型能较为有效地反映长沙市水污染治理系统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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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误差检验 

年份 
总人口 /万人 畜禽总量八万头、万羽） GDP总量/亿元 工业总产值/亿元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2012 662.4 660. 6 0.27 3 141. 7 3 233. 6 2.84 6 298. 7 6 479. 8 2. 79 2 949. 7 3 104.0 4. 97 

2013 668.2 662. 8 0. 81 3 181. 3 3 256.7 2.32 6 983. 9 7 249.1 3. 66 3 306. 5 3 420. 6 3. 34 

2014 674.0 671. 4 0.39 3 220. 8 3 203. 1 0. 55 7 720. 3 7 934. 7 2. 70 3 625. 5 3 655.6 0. 82 

2015 679. 8 680.4 0.08 3 260.1 3 250. 7 0. 29 8 481. 0 8 630. 5 1.73 3 882.9 3 602. 9 7. 77 

年份 
COD排放总量/万 t 氨氮排放总量/万 t 畜禽总磷排放量/万 t 畜禽总氮排放量/万 t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误差/% 

2012 12. 12 12. 41 2. 38 1. 325 1. 347 1. 65 0.140 5 0. 148 0 5.07 1.071 1.176 8. 87 

2013 11. 99 12. 21 1.81 1. 326 1. 329 0. 23 0. 145 0 0. 143 8 0. 83 1.097 1. 138 3. 56 

2014 11. 80 11. 22 5. 22 1. 311 1. 252 4. 73 0. 149 6 0.156 1 4. 16 1. 123 1. 135 1. 01 

2015 11.46 10. 96 4. 54 1. 276 1.248 2. 20 0.154 1 0.149 0 3.42 1.149 1.086 5.83 

 

3.3情景设定 

以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为基准，在不同情景和约束条件下，利用本文提出的模型进行仿真模拟。以 2015年为基准年，

仿真模拟范围为 2016—2025年，模拟时间间隔为 1年。分别从污染源总量控制、污染治理投入和污染治理技术 3个方面，选择

模型中可能在将来发生变化的变量并用系统动力"学模型特有的表函数或可变常数表示。其中，污染源总量控制相关变量包含人

口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畜禽养殖增长率、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等；污染治理投入相关变量包括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投

入、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和畜禽污染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技术相关变量包括农村沼气化率、工业 COD 产生系数和工业氨氮产生系

数。 

根据长沙市相关历史数据、现有政策规划和专家的发展预测设定基准情景，将其与各种情景进行比较，以此探索不同的水

污染治理政策对长沙市未来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影响。在基准情景下，各变量表函数取值见表 3。 

表 3基准情景主要变量取值 

政策 主要参数 
 取值  

2015年（基准年） 2020年 2025 年 

 人口增长率/% 0.85 0.82 0.79 

总量控制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34.0 40.0 45.0 

 畜禽总量增长率 1.2 1.1 1.0 

 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投入占 GDP比值（％） 0.045 0.045 0.045 

治理投入 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占 GDP比值（％） 0.012 0.013 0.014 

 畜禽污染治理投入占 GDP比值（％） 0 0.005 0.010 

 沼气化率（％） 17.0 19.0 22.0 

治理技术 工业 COD产生系数（吨/亿元） 11.6 10.4 9.2 

 工业氨氮产生系数（吨/亿元） 0.30 0.24 0.20 

 

水体污染物来源不同，治理成本有所区别。即便投入相同的治理成本，治理效果也可能存在差异。为研究针对不同污染源

的水污染治理政策对城市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本文设置了生活污染治理情景（以下简称“生活情景”）、工业污染治理情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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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工业情景”）和畜禽污染治理情景（以下简称“畜禽情景”）。在生活情景下，降低人口增长率，增加城市生活污染治理

投入，提高农村沼气化率，其它政策变量取值则与基准情景相同；在工业情景下，政府降低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增加工业污染

治理投入，同时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以降低工业污染物产生系数；在畜禽情景下，政府控制畜禽总量增长，增加畜禽污

染治理投入。3种情景中各主要政策变量表函数取值见表 4。 

表 4生活、工业、畜禽污染治理情景主要变量取值 

情景 主要参数 
取值 

2015 年（基准年） 2020 年 2025 年 

生活污染 

治理情景 

人口增长率/% 0.85 0. 80 0. 75 

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投入占 GDP比/% 0. 045 0. 046 0. 047 

沼气化率/% 17.0 20.0 23.0 

工业污染 

治理情景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34.0 39. 5 44.0 

工业污染治理投入占 GDP比/% 0. 012 0.014 0.015 

工业 COD产生系数（吨/亿元） 11. 6 10. 2 8.8 

工业氨氮产生系数（吨/亿元） 0. 30 0.22 0.16 

畜禽污染 

治理情景 

畜禽总量增长率/% 1. 2 1.0 0.8 

畜禽污染治理投入占 GDP比/% 0 0. 006 0.011 

注：每种情景中，除表中变量外的其它变量均与基准情景取值相同 

 

表 5基准情景下 2016与 2025 年经济总量与污染物排放量对比 

时间 单位 2016 2025 变动比例 

GDP 总量 亿元 9252. 6 16930.7 82. 98% 

COD 排放总量 吨 111922 57404. 2 -48.71% 

氨氮排放总量 吨 12411.4 7098. 96 -42. 80% 

畜禽总磷排放量 吨 1511.41 605. 579 -59. 93% 

畜禽总氮排放量 吨 11470. 4 8901. 94 -22. 39% 

 

3.4结果分析 

3.4.1基准情景分析 

如表 6 所示，在基准情景下，长沙市 GDP 总量较 2016 年增加了 82.98%，经济总量达到 16930.7 亿元，GDP 增速由 2016 年

的 8.56%降到 2024 年的 5.58%。在污染治理方面，2025 年长沙市 COD、氨氮、总磷和总氮的年排放量较 2016 年分别减少了

48.71%,42.80%、59.93%和 22.39%，说明基准情景下水污染物治理总体效果较好，但相较于 COD、氨氮和总磷，总氮排放量下降

比例较低，治理效果相对一般。 

考虑 COD和氨氮两种污染物来源，2016年来自生活、工业、畜禽的 COD排放量分别占到 COD排放总量的 43.15%、13.52%和

42.96%，到 2025 年这一比例分别为 28.22%,12.19%和 48.38%。由此可见，在基准情景下，2016-2025 年生活 COD 的治理效果较

好，而畜禽 COD的治效果况则相对较差。而在氨氮治理方面，这一情况正好相反，在 2016 年的氨氮排放总量中，来自生活、工

业、畜禽的氨氮排放量分别占到 63.92%、4.32%和 31.76%，到 2025年这一比例分别为 76.95%、4.95%和 18.10%。在基准情景下，

2016_2025 年畜禽氨氮污染治理效果优于生活氨氮污染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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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不同污染源治理情景对比分析 

在不同的污染源治理情景下，GDP总量相较于基准情景会有微小降低。2025年，在生活情景、工业情景和畜禽情景下的 GDP

总量分别比基准情景降低 0.7义、0.07%和 0.37%，减少量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如图 8所示。 

 

在 COD 和氨氮治理方面，不同污染源治理情景在不同阶段的治理效果不尽相同。由图 9 可知，2016—2022 年，工业情景下

的 COD 排放总量减少率一直居于最高位，说明此期间针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能使长沙市在 COD 排放总量控制方面取得较快、较

好的效果。但是从 2025年开始，针对生活污染源和畜禽污染源的政策治理效果超过了前者，事实上，在工业情景下，2024年工

业 COD 排放量已经降为 0，如图 10 所示，说明从 2024 年开始针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政策对长沙市 COD 治理将不再有效。2016

—2019 年，生活情景下的 COD 排放总量减少率低于畜禽情景，但在 2020 年反超，并且从 2023 年开始针对生活污染的治理政策

将取得显著治理成效。对于氨氮治理，前期工业情景与生活情景治理效果差别不大，但从 2020年起，针对生活污染的治理政策

明显表现出更好的治理效果，针对工业污染的治理政策从 2024 年起不再有效。 

在总磷和总氮的治理方面，畜禽污染治理政策将会带来较好的效果，由图 14可知，2025年长沙市畜禽总磷和总氮排放量相

较于 2016年将分别减少 70.48%和 28.19%,比基准情景累计减少排放 941.39t和 3756.7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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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城市水污染治理，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城市水污染治理仿真模型，通过分析经济子系统和水污染与治理子

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系统内在运行机制，探究不同的环境治理政策对地区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本文以长沙市为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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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仿真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 对于 COD和氨氮治理，当前长沙市仍应将水污染物治理的重心放在工业污染源治理上，并逐渐向生活污染源转移。在

当前阶段，重点实施工业污染治理相关政策能给 COD 和氨氮总排量减少带来最大效益。但工业污染物水平降低，其带来的效益

也会随之下降，后期应逐渐将政策重心转移到生活污染源治理和畜禽污染源治理方面。 

(2) 重视畜禽污染治理。长沙市总磷、总氮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污染，畜禽总磷、总氮排放量则分别占农业总磷、总氮排

放量的77%和72%。仿真结果显示，在畜禽方面，相较于 2016年，2025年长沙市畜禽总磷和总氮排放量将分别减少70.48%和28.19%，

由此带来的水环境治理成效无疑是巨大的。同时，根据基准情景分析，畜禽氨氮治理效果比生活氨氮治理效果更好，表明应重

视畜禽污染源治理。另外，相较于畜禽总磷，畜禽总氮的减排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应改进沼气工程相关技术，提高畜禽总氮治

理效率。 

(3) 加强污染治理投入，稳步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尽管增加污染治理投入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污染排放，但在污染治

理资源分布不均或污水处理设施达到负荷上限的情况下，继续增加污染治理投入可能并不会提高污染物去除水平。因此，在增

加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应考虑污水处理设施从开始建设到投入运行的滞后期，维持一定的污水处理设施投资水平，包括维持

城市污染治理基础设施投资如增建污水处理厂，维持工业污水处理设施投资如增加沼气工程项目投资等。 

总体来说，水污染治理需要多方面政策措施协同促进。针对某一污染源实施水污染治理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污

染物排放量，但污染治理效果有限。与分别实施针对不同污染源的治理政策相比，同时针对各污染源全面治污政策能带来最大

的水污染减排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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